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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研究：英国史专题研究

徘徊在中庸与极端之间

——16—17世纪英国宗教政策特点辨析

姜守明 *
a

［摘　要］  在社会矛盾多端、宗教文化纷呈、内部冲突连连的背景下，16—17世纪英国的宗教政

策，明显地因循着这样的发展路径，就是从中庸到极端、再从极端到中庸。看上去，这种循环没有发展，

其实不然。如果深究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英国宗教在中庸与极端之间徘徊的奥秘，主要在

于民族国家形成这个时代主题发生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英国宗教政策；中庸之道；极端主义；民族国家形成

十六、七世纪，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社会由于矛盾错综复杂，既有

新君主制与无政府主义的冲突，也有世俗政权与宗教势力的对立，又有民族主义与教权主义的较量，

还有君主专制与自由传统的抗衡，因而发生一系列的改革、内战与革命等重大事件，导致了剧烈的震

荡。从长时段来审视，宗教问题长期左右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从经济到政治、从宗教到文化，可以说社

会各个层面无不受到宗教因素的深刻影响。与剧烈的社会震荡相伴随，这一时期英国宗教政策的基本

特点是中庸之道与极端主义并存，主要表现为：都铎时代以中庸之道作为宗教政策的主轴，期间偶有

激进或极端的做法；斯图亚特早期专制统治和17世纪中叶内战与革命的年代，确定了极端主义的宗教

政策基调，同时也发生着从极端到中庸的变奏，总趋势则是从专制逐渐走向宽容。透过16世纪都铎宗

教改革、17世纪早期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统治、中后期的内战与革命以及王朝复辟等诸多历史事件，厘

清英国宗教政策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点，既有助于我们客观描述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宗教现代化的发展

轨迹，也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现代英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

一、  16世纪都铎宗教政策确立中庸之道的主轴

15世纪末叶，都铎王朝诞生之际，英国正值硝烟弥漫的玫瑰战争偃旗息鼓之时。那是一场贵族间

为争抢王冠而发生的封建内讧，它肇始于金雀花朝理查二世被废黜、杀害，终止于约克朝理查三世战

死沙场，前后持续30年之久。随着兰开斯特家族旁支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铎入主伦敦，英国由贵族混

∗* 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17世纪英国宗教

政策研究”（16BSS032）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文化研究”（12LSA002）阶段性成果。



055

战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也随之结束。不计“九日女王”简·格雷在内，都铎朝共有五位国王或女王

当政，前后延续长达118年。这个新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不再遵循中世纪的神意和血统原则，而是代

之以武力（强权）和公意（经过议会）。所以亨利七世在他召集的第一届议会上就声称，其王位既来自

上帝的恩宠，又来自合法的继承权，而他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场上取得对约克家族的胜利，就是这种双

重合法性的最佳表征a。

作为都铎朝的开国之君，亨利七世赢得的英格兰，是一个长期为百年战争与封建内乱所困扰的王

国。他以务实、求稳和谨小慎微的行事风格，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消除两个王族间的敌对关系，以强化

国家的政治统一b；在此基础上，他对外推动均势外交，积极谋求欧洲大国的外交承认。为了提升都铎

英国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英国人的海外利益，他还确立了重商主义的基本国策c。除了中央集权的新君

主制、殷实的府库和相对安定的周边环境外，他在身后为其子孙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就是指明了一条

通向和平发展的中庸之道。这也是他对英国历史的最大贡献。

作为第二代都铎君主，亨利八世具有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典型特征。他临朝长达

38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1509—1529）耽于声色游乐而殆于国事；中期（1529—1539）因离

婚案与教皇生出芥蒂，却顺势推动都铎宗教改革；后期（1539—1547）推行模棱两可的宗教政策，但在

客观上为其子女和他的臣民选择了温和而中庸的安立甘教信仰。16世纪二、三十年代，英格兰之所以发

生宗教改革，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的教俗权力之间和新旧教之间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则凸显了

文艺复兴以来英吉利民族主义与天主教教权主义的严重对立。亨利八世借助于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取

教皇而代之，成为了英格兰教会的至尊领袖。但由于缺乏主观上的自觉，亨利八世推动改革的出发点，

并非为了神学的目的来改造天主教，而是为了谋取其个人私欲，这就决定了都铎宗教改革的世俗色彩与

政治诉求远大于其神学意义。随着改革的进展，英王游走在个人利益与民族主义之间，主观为自己、客

观为国家，顺应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虽然早期都铎王权还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他们依然属于封

建贵族阶级的代言人，但毫无疑问，此时他们已经成为了新君主制的象征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化身。

所谓新君主制，就是君主专制、或专制主义，又叫绝对主义。与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相区别，新君

主制是现代民族国家赖以建立的政治保障。所谓民族国家，就是以新君主制为政治基础、以民族主义

为精神支柱的现代主权国家d。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是中世纪“基督教大世界”

体系瓦解的产物，而与传统意义上的王朝国家区分开来。由于都铎君主已成为整个王国向心力指向

的核心，他们追逐以专制王权为表征的新君主制，就无法回避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世俗观念及其对基

督教普世主义的冲击问题。虽然都铎朝实行专制统治，这是事实；但都铎诸君在实施专制统治时，并

没有跳出中世纪政治传统的框框，还是依循旧制，利用代议制机构——议会来为专制王权服务。他们

在得到议会认可的前提下，用专制主义取代普世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既契合久乱思治的英吉利民族心

理，也适应欧洲各地新君主国普遍发展的客观趋势。

都铎英格兰民族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以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依恃，实现了专制王权与国家

和民族利益的紧密结合；而都铎新君主制，属于独具英格兰特色的混合型政体，是日后英国君主立宪

制的先导，并因适度性与进步性两个基本特征，就成为了一种所谓可以接受的专制政体。都铎新君主

aS. B. Chrimes，Henry VII，London：Methuen，1972，p. 49.
b参见 J. R. Green，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London：Macmillan，1921，pp. 290—292 ；A. F. Pollard，Henry VIII，

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19，pp. 33—35 ；J. D. Mackie，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The Earlier Tudors，1485—1558，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 23.

cJ. M. Currin，“Englan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485—1509”，in S. Doran & G. Richardson （eds.），Tudor England and Its 
Neighbor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 15.

d参见姜守明：《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宗教因素》，《世界历史》2008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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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进步性，主要表现为它采取一切手段消除地方诸侯割据，促进国家的政治统一，并在反对外敌威

胁的斗争中，坚定地维护英吉利民族利益；它的适度性主要体现为，历代都铎君主都通过议会进行统

治，而没像法国波旁王朝那样撇开三级会议，完全走向绝对君主制。即或玛丽一世，一个精神上还停

留在中世纪的都铎女王，也不得不给其极端统治披上一层合法外衣：她是在经过议会批准、获得所谓

“全国公意”后，才名正言顺地废除了乃父乃兄的宗教改革法，进而正大光明地恢复天主教，使英格兰

教会重新投入罗马教廷的怀抱。她还在镇压托玛斯·怀亚特爵士起义后，顺势把自己嫁给了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子、天主教西班牙的菲力普二世，并煞有介事地宣称英西王室间联姻的正当性。

下列两个因素决定了玛丽在政治上的叛逆性和在宗教上的极端性：一是父母的离婚案对她的悲观情绪

和叛逆行为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二是在她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和一半西班牙血统中包含着执拗、反

叛和复仇的因子。但是，她怀抱不切实际的天主教理想主义，借力于西班牙人和罗马教皇，通过实施

天主教复辟来报复亨利八世，这既不明智、于事无补，又导致她失去其作为一国之君的力量源泉。

反观都铎早期君主，他们在追求个人欲望时，奉行功利主义的新教哲学，坚持民族利益至上。亨

利七世放弃金雀花朝以来形成的敌视法国传统，在实现英法两国和平共处的同时a，为英国的国家强

盛赢得了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亨利八世既可以是教皇认可的“信仰捍卫者”，又可以是其臣民们认

同的国教会至尊领袖，唯一不变的则是其个人的贪欲和都铎国家利益。的确，除享乐主义和至尊王权

外，似乎没有更重要的东西值得他去珍惜和坚持，甚至包括王后的选择、公主的合法身份、臣民的宗教

信仰，还有为专制王权服务的宗教政策，一切都可以随着个人兴趣的转移和王权的意愿而发生变化。

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君王婚姻的意义，显然已经不同于中世纪王朝国家时代。所以亨利八世的离异与

续弦，不再仅仅是他个人或王室的私事，而是攸关民族国家利益的大事。亨利八世是否是一个自觉的

民族主义者，虽然我们对此无法作出简单的判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离婚案已经实实在在地与

英格兰民族国家利益在一起了，而且他无意识中推动了都铎宗教改革，从而事实上使其扮演了英吉利

民族代言人和都铎英国民族国家化身的角色。由于都铎宗教改革的最初动因来自于亨利八世的私利

或贪欲，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发生宗教信仰上的大逆转，同时也就决定了16世纪英国宗教政策总体上

呈现出世俗性、温和性的基本特色。具体来说，他既没有完全抛弃他本人和他的臣民所熟悉并虔诚信

仰的天主教，也没有全部接受来自大陆的路德教或加尔文教，而是徘徊在激进的大陆新教与保守的罗

马旧教之间，以一种折衷的态度，接受了混合着新君主制因素的安立甘教。

第三代都铎首先继承王位的是爱德华六世，他的异母姐姐玛丽一世紧随其后，他们统治的时间都

不长，前后加起来只有十来年。亨利八世在临终前为爱德华指定了一个摄政会，但萨默塞特和诺森伯

兰两公爵辅佐爱德华六世后，将早期都铎君主稳健的传统，尤其中庸、温和的宗教政策抛在一边。由

于冒进或极端的宗教政策大行其道，推行触及教义与礼仪等实质内容的神学改革，把30年代后期几乎

停滞的宗教改革引向发展快车道，使英国迅速转变成为欧洲第一个新教国家。可这种激进的宗教政策

还没来得及巩固，“血腥者”玛丽上台后，几乎全部推翻了亨利八世以来都铎宗教改革的一切成果，致

使国人信仰又重新退回到天主教统治的时代。当然，玛丽时期的天主教复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它并

不能改变她的臣民对外国人的仇视和对新教信仰的执着。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竭力避免其异母长

姊、长兄的极端宗教政策，重拾中庸之道，重建英格兰教会赖以存在的两大支柱《至尊法》和《信仰划

一法》，试图打破国际天主教势力的围剿。正因为这样，那些为躲避玛丽宗教迫害而流亡海外的激进新

教徒回国后，强烈反对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和解”政策，他们要求女王把天主教残余从英国国教（新

教安立甘宗）中清除出去，由此形成了清教反对派。但是，清教徒要想改变女王的意志，让伊丽莎白放

aJ. M. Currin，“Englan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485—1509”，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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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谨慎、稳健的中庸传统，走向宗教极端主义，那只能是事倍功半、无果而终。

二、  17世纪初斯图亚特宗教政策从中庸到极端的转型

伊丽莎白在宗教上的模糊，一如她在婚姻上的暧昧，都促使在英国16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摆脱

了内外压力。尤其是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伊丽莎白统治下的都铎英国已经站稳了脚

跟，并具备和赢得了参与欧洲列强竞争的能力。1603年3月24日，她带着“光荣女王”的辉煌，没有

留下任何子嗣，孑然一身地走了。从此，英国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斯图亚特王朝来自苏格兰，詹姆斯是以伊丽莎白姑姑玛格丽特（1489—1541）孙子的资格统治英

国的，被称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在历史上，苏格兰和英格兰本是一对宿敌，詹姆斯之所以能登上英

格兰王位，主要是封建继承制或血统原则作用的结果。他不仅拥有部分的都铎血统，也获得了他表姑

伊丽莎白女王遗嘱的确认。此外，詹姆斯还有一个重要筹码，就是他幼年时接受的加尔文教的熏陶，这

使他与英国人保持着新教信仰上的外在相似性。当然，詹姆斯对加尔文派教会并无好感，他在政治上

又抱残守缺，常常把“君权神授”论挂在嘴边，不仅要向人们证明其作为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国共主的合

法性，还想藉此制造舆论，维护专制统治的正当性。每当英国议会开幕时，他都要重复这样的话：“君主

为可见之上帝，上帝为不可见之君主。”a对此，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评论道：“当他被承认为国王以

后，他就认为他的君权是神授的。凭这个理由，他以‘神圣的国王陛下’自居。”b詹姆斯之所以如此，主

要是想通过神化王权来强化自己的权力，这样就在他与其臣民之间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甚

至还像都铎女王玛丽一样停留在过去，幻想把不合时宜的专制主义当作治国理政的法宝，这非但不能

紧随时代向前的脚步，而且在统治英国的22年间，可谓是处处碰壁，根本无法开启英国人所企盼的新

时代。只不过詹姆斯还算不上是一个顽固的、愚腐至极的统治者，不论对天主教还是清教，他都没走极

端。面对议会的不满和抗议时，他能适时作出某种退让。正是由于这种善于妥协的处事风格，使他在

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前朝中庸稳健的宗教政策，或者说他不自觉地扮演了都铎政治文化传承者的角色。

詹姆斯从伊丽莎白手中接过的英格兰，不仅是一个日渐强大起来的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宗教矛盾

错综复杂的新教国度。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启发下，16—17世纪的英国已经开始了反对专制统治、争取

自由权利的思想启蒙。特别是经过都铎宗教改革，英格兰教会已挣脱基督教世界体系的中世纪羁绊，

形成了一个以英格兰王权为支柱、自成一体的安立甘教会。不过由于16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政治

色彩大于神学意义，这个教会始终都没能、也无意于摆脱它的世俗依附性。它与长老制的加尔文派教

会不同，也与组织形式宽松的路德派教会有差，是一种直接隶属于英格兰世俗国家的民族教会，因而其

本身就是作为都铎王朝强化新君主制的工具而存在的教会组织。詹姆斯步都铎君主之后尘，利用其承

袭的英格兰教会至尊领袖地位，让英国国教服务于其专制统治的需要。但他又处心积虑，掩盖其憎恨

清教、同情天主教和利用英国国教的宗教立场，以便让国人对他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政策始终充满期待。

1604年1月，他在泰晤士河畔汉普顿宫召集御前会议，做出一种想调和国教会与清教徒矛盾的中立姿

态c。可是，他又打着维持宗教现状的旗号，偏袒国教会、维护主教制，而决不容许清教领袖讨论那些涉

及国教权威的问题，其宗教立场和政治目的由此暴露无遗。激进派清教徒在失望之余便采取行动，组

建了脱离国教会的独立教会；大多温和派清教徒还掀起了一场道德运动，中心内容是严守安息日，专注

aM. A. Judson，The Crisis of the Constitution：An Essay in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1630—1645，New 
Brownnsvic，1949，p. 179。引自阎照祥：《英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 57页。

b ［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谢戊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 334页。
c B. Coward，The Stuart Age：A History of England，1603—1714，London：Longman，1980，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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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改造人的灵魂，以期把人们引向一种崇高的精神生活，进而达到净化教会和纯净社会的目的。1618

年，詹姆斯发布《娱乐声明》（Declaration of Sports），反对清教徒在部分地区强制取消公众在星期日礼拜

后娱乐的权利。只是由于坎特伯雷大主教艾博特（George Abbot）的反对，该声明才未得到切实执行。

可见在推行专制主义上，詹姆斯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与他沿袭的温和政策不无关系。

在16—17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多与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因而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形同水

火，经常发生武力冲突。詹姆斯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往往掺杂着宗教因素的考虑，常常推行一种自相矛

盾的政策。其一，他一上台就突破宗教界限，急于同天主教的西班牙媾和，结束了近20年的英西战争。

其二，1612年，他把伊丽莎白公主许配给新教的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从1614年起，他又谋求英西

王室联姻。其三，卅年战争（1618—1648）爆发后，他为了维持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没有及时向他的

新教徒女婿腓特烈五世提供帮助。他甚至还公然宣称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并发誓要做天主教联盟和

新教联盟的居中调停人。其实，詹姆斯的真正用意是想借力于西班牙人，以牵制国内迅速发展的清教

势力。在他看来，难以驾驭的国内清教徒才是其推行偏袒国教会政策和维持专制统治的最大障碍。

1625年詹姆斯去世后，承袭王位的查理一世既不识时务、又莽撞蛮干。早两年前还是王子时，查

理曾与白金汉公爵一起乔装前往马德里，谋求与西班牙的天主教公主玛丽亚·安娜联姻，结果遭到了

羞辱。随后不久，他就迎娶了另一个天主教徒，法王路易十三的妹妹玛丽亚·亨利埃塔。查理一世

继位后，在宗教上抛弃了詹姆斯的一些伪饰，直接倒向了天主教；并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疏远新教国

家、接近天主教国家的偏好。他不顾国人的反天主教情绪，走极端主义，与海峡对岸的英国宿敌法国

结盟。尽管他对议会保证不会取消对国内不从国教者的限制，但同时又与路易十三签订密约，许诺将

在本王国中止反天主教法的实施，还承诺将尽力帮助路易对付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派。查理在处理与

欧洲国家间关系时改变立场，即从追随詹姆斯的亲西政策转向与天主教法国结盟，其原因在于，他幻

想利用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英法联盟来对付强势的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从而完全改变了原来他在

卅年战争和法国的宗教战争中所持的新教立场，与英国人对他的期待相去甚远。他们希望查理王能站

在新教一边去打击天主教，他却采取外交上的大转向，于1629年和1630年同法国和西班牙相继休战。

他不仅没有向在卅年战争中支持新教联盟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提供帮助，没有出兵去反抗哈

布斯堡王朝对新教荷兰的入侵，反而允许西班牙人借道英国转运金银到尼德兰，以维持当地的一支准

备围剿荷兰人的天主教军队。如此一来，不论是清教徒还是国教徒，都无法真正弄清查理的宗教信仰

究竟是什么，加之玛丽亚王后来自天主教的法国，他们又都非常害怕国王把英国重新推入罗马教廷的

怀抱。这样，查理在宗教和外交上均已失去了国人的信任a。

由于受制于国内事务，尤其是宗教问题，查理一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为了加

强专制主义，他有意接近阿米尼乌斯派，过于宽容天主教徒，大肆迫害清教徒，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要强化国教会作为其推行专制统治工具的主导地位。荷兰新教神学家雅克布斯·阿米尼乌斯反对正

统的加尔文主义，其神学见解奠定了阿米尼乌教派教义的基础。在英国，阿米尼乌教派是指那些信奉

阿米尼乌斯神学思想的国教徒。不过在清教徒看来，该派的教义和仪式阉割了新教基础，颠覆了宗教

改革成果，查理与之接近，其实是为英国教会回归天主教铺平道路b。因此，查理的宗教政策遭到了来

自清教徒占优势的下院的强烈反对。1629年3月2日，他意欲强行解散拂逆其意志的议会，下院仍以

半强制方式通过了几个尚未走完全部程序的议案，并声称任何企图改变国家的宗教信仰、征收或建议

征收、或帮助征收未经议会批准的纳税金额者，都是对英格兰自由传统的背离。这些决议的重要意义

aJ. Coffey，Persecution and Toleration in Protestant England，1558—1689，London：Longman，2000，p. 121.
bJ. Coffey，Persecution and Toleration in Protestant England，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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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不仅挑战了专制王权，而且把那些在宗教上和政治上不满的分子全部联合了起来。

为确保英国国教会的统一性，查理不顾下院的反对，执意任命有争议的理查德·蒙塔古博士出任

切斯特主教，以及毫无约束地任用劳德大主教和斯特拉福伯爵。劳德大主教想通过重新确定礼拜规程

和统一教士服饰，推销其所谓的“宗教革新”，把英国教会逐步引向罗马天主教。这种带有强烈天主教

倾向的宗教政策，让那些原来对查理抱幻想的国教徒大失所望，以至于许多人被迫脱离国教会，转投

了清教阵营。面对日渐高涨的议会反对声浪，固执的查理就是不愿作任何让步，反而我行我素，正如

他所自己宣称的那样：“国王对英格兰教会拥有绝对的主权，任何与国王对外政策相悖的教令、教规，

都需要由神职人员在集会上以妥善的方式进行处理，并且要由政府加盖国玺。政府仅批准那些与法律

和传统相一致的教条”a。议会与国王的矛盾越来越深，查理开启了独裁统治的“十一年暴政期”。著名

史学家弗思评论道：“伊丽莎白的政策导致了一个教会反对派的产生，詹姆斯则引起了一个宪政反对

派，而在查理的统治下，两者联合了起来，从这种联合之中终于产生了内战。”b

三、  17世纪中期宗教政策由极端到中庸的变奏

都铎统治后期，英国议会试图染指宗教事务，这本来是英王的专属特权，因而受到伊丽莎白一世

的严格限制。在宗教问题上，议会不得不顺服女王的意志。詹姆斯一世时期，议会将宗教事务纳入立

法权管辖范畴的种种努力均未成功。后来在查理一世专制时期，劳德大主教走极端路线，推行所谓的

宗教革新政策，以国教教义和礼仪来强行统一人们的信仰，这不仅侵犯了英格兰人“自古以来”就享

有的自由与权利，导致议会的强烈反弹，还引起了北方苏格兰人暴动。如果说“詹姆斯一世培养成了

一个自由而又宽容的国教会，那么，查理一世时期的国教会是严厉而充满血腥的，最终将自己卷入了

一场巨大的灾难”c，整个英伦都卷入了他所挑起的革命。

17世纪的英国革命，既是一场宗教热情与政治主张紧密结合的清教革命，也是一场以争夺国家最

高权力为主要目标的政治革命d。虽然革命中阶级阵线模糊不清，但从宗教信仰上看，凡国教会支持者

都站到了查理及王党一边，天主教徒也是王权的坚定拥护者。相应地，一切不从国教的清教徒都站到

了议会反对派一边。长期议会召开后，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释放查理独裁期间被劳德以诽谤政府、诽

谤大主教的罪名监禁的评论家威廉·普林、医生约翰·巴斯特威克、神学家亨利·伯顿等著名的清教徒。

第一次内战爆发后，长老派利用其在议会中的主导地位，一度强推极端主义的清教政策。在长老派的

操纵下，议会还取缔了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国教会，代之以长老会，并从人员、礼仪和制度三个方面来巩

固自身的地位：

第一，清理议会中的国教会主教。议会打着圣经真理的旗号，借助人民被激发起来的革命情绪，

以叛逆罪之名启动程序，弹劾劳德大主教。1641年3月，下院提出议案，要求把教会人士清除出治安

委员会，并取消主教议会选举权。7月，议会又取消了臭名昭著的宗教法庭，剥夺教士介入立法和司法

之权e。根据1642年2月通过的《主教排除法》，主教全部被驱逐出了长期教会。

第二，清除不纯洁的国教礼仪。1641年1月，议会下令销毁、拆除和彻底搬走教堂及附属小教堂

摆放的祭坛和各种偶像，或安置在祭台旁的圣餐桌、十字架，以及迷信的图画、纪念像及偶像崇拜物。

同年9月，各教区教堂所有安放在东端的圣餐桌悉数被移到了方便信徒的位置，蜡烛、烛台和圣水盆

aG. L. Bray （ed.），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1526—1701，Cambridge：James Clarke & Co. Ltd.，1994，p. 481.
b［英］查尔斯·弗思：《克伦威尔传》，王觉非、左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 18页。
cJ. Coffey，Persecution and Toleration in Protestant England，p. 125.
d参见姜守明：《17世纪英国革命的双重属性问题》，《英国研究》第 6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eJ. Coffey，Persecution and Toleration in Protestant England，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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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餐桌上被一一取走。议会严禁做礼拜前后跳舞或其他娱乐活动，并要求人们严守安息日制度，这

些举措大大净化了国教礼仪。1643年7月，威斯敏斯特会议批准与苏格兰长老会订立的《神圣盟约》，

宣布取消主教制度、高级教士特权和英国国教的一切仪式。1645年1月，议会取消了16世纪都铎宗

教改革的重要成果《公祷书》，以确认清教仪式的合法性。这样，许多采用《礼拜规程书》（Directory for 

Public Worship）的教堂，其圣事活动不再依循《公祷书》的规程内容。至此，英国国教已名存实亡。

第三，废除国教会的主教制度。针对主教、天主教徒、王党、廷臣和顾问在国王与议会冲突中所起

的消极作用，议会于1641年通过的《大抗议书》a中提出了包括废除主教制、改革礼拜仪式、建立长老

会制等激进的宗教主张。1646年又批准在苏格兰、英格兰与爱尔兰组建统一的长老派教会，并禁止其

他教派举行活动。1648年6月再批准加尔文神学色彩浓厚的《威斯敏斯特信纲》。如此一来，清教长

老会在英国的地位得到了暂时巩固。

自第一次内战爆发以来，清教长老派和独立派既是宗教上的竞争者，又是政治上的对手。长老派

的源头主要是苏格兰长老会，1645年长期议会通过一系列决议，要求按照长老会制度改组英格兰教

会，但此举并未能完全消除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长老派间的分歧。“在苏格兰，教会不从属于任何别的东

西，而在英国它要从属于议会”。清教“独立派的信仰不是来自苏格兰，而是从逃亡到荷兰的清教徒和

新英格兰的殖民者那里吸取来的”b。长老派的清教政策，不但排斥了其他清教派别，也打压了罗马天

主教和英国国教，结果招致了各阶层的普遍不满。随着苏格兰长老会倒向查理一世，英国议会中的长

老派便幻想通过与国王、与苏格兰人的妥协来保住自己在革命中的既得利益，故下令解散由独立派控

制的军队。1646—1648年间，军队与议会的裂痕不断扩大，长老派与苏格兰人及王党残余势力实现

联合，随之英国再次陷入了武力相向的困局。

第二内战爆发后，几乎所有参加第一次内战的王党分子都没有发誓反对议会，许多为保卫国王而

参与第一次内战的王党分子则拒绝卷入新的冲突。于是，独立派和克伦威尔的铁骑军不得不单独面对

几乎一切的反对势力，包括国王和议会上下两院、地主和商人、伦敦城区和乡村、主教和长老派，以及

苏格兰军队、威尔士人与英格兰舰队。这是两次内战间的最大差异。1648年8月17—19日，在兰开

郡里布尔河谷地带普雷斯顿附近沃尔顿勒戴尔的决定性战斗中，克伦威尔指挥的议会军大获全胜，汉

密尔顿公爵统帅的英格兰王党和苏格兰联军被迫投降，第二次内战基本结束。

军队反对长老会制的态度如同反对主教制一样坚决。既已打败了王党，又赶走了苏格兰人，独

立派就横下心来要撇开专断的长老派。1648年12月初，当议会拒绝接受11月18日由军官委员会通

过、由亨利·艾尔顿（1611—1651）少将拟定的《军人抗议书》时，军队强行开进首都伦敦，并将司令

部设在白厅宫内的国王官邸，以阻止议会同查理的往来。该抗议书提出几点要求：一是议会须中止与

查理的谈判，二是进行重新选举，三是最高权力归下院，四是严惩国王。随即发生的“普赖德清洗”事

件c，结束了长老派操控议会的局面，军政大权全部落入独立派手中。克伦威尔在各派强大的压力下，

将查理推上了断头台；1649年5月19日，残余议会宣布英吉利共和国建立，清教革命达到高潮。

从查理一世被处死，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形成了英国史上罕见的“王权空位期”。这前后11年，

恰好与查理的“暴政期”一样长，也是英国宪政史上的实验期d。克伦威尔摄政后，确定了以宽容为特

色的宗教政策，主要内容如下：其一，恢复各教派信仰自由。根据1653年底出台、具有成文宪法意义

aS. R. Gardiner，The First Two Stuarts and the Puritan Revolution，1603—1660，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8，p. 
126.

b［英］查尔斯·弗思：《克伦威尔传》，王觉非、左宜译，第 124—125页。
c1648年 12月 6－7日，普莱德（Thomas Pride）上校奉军队委员会之命，率军占领威斯敏斯特宫，把 140名长老派议员逐

出议会，是为普莱德清洗事件。
dJ. Morrill （ed.），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Brita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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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约法》规定，英国国教会和罗马天主教均为非法，要求依照清教标准建立加尔文派教会，以此

作为克伦威尔军事独裁的精神支柱。其二，设立裁定委员会和驱逐委员会。依法规范教士的管理，提

高神职人员的传教水平，保障那些能够胜任和适合传播福音需要的教士生活。其三，非正式重新接纳

犹太教徒。犹太人获得宗教信仰的合法性，并被允许在不列颠地区定居和在私人屋内集会、从事宗教

活动。这是护国摄政时期宗教宽容政策的一大亮点。其四，没有严格禁止使用公祷书。从长老派占统

治地位时起，公祷书即遭禁用；独立派掌权后，人们仍然无法正常使用公祷书。不过由于宽容政策的

推行，护国摄政时期的公祷书禁令并没有得到切实执行，这是克伦威尔与议会妥协的结果。

综观16—17世纪的英国，都铎朝和斯图亚特朝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出发，推行不尽相同的宗教

政策。除玛丽女王走向极端、复辟天主教外，都铎君主顺应民族国家形成大势，推动渐进、温和的新教

改革，并在废除教皇权和确立至尊王权的条件下，建构和强固了以新君主制为核心的都铎国家。斯图

亚特早期君主推行极端的宗教政策，虽然强化了专制主义，却拂逆了英格兰人享有自由与权利的意愿，

导致了剧烈的社会振荡。革命时期，英国的宗教政策时而激进、时而温和；克伦威尔护国体制下的宗教

宽容，为王朝复辟时期和光荣革命后实行“信仰自由”政策提供了先例和经验。当然，英国的宗教宽容

是有限度的，17世纪40—80年代仍有两千名主教派教牧人员被免职，平等派和掘地派也遭到了无情

镇压。王朝复辟后，宗教矛盾依旧突出，教派林立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英国除了国教徒外，还有

许多不从国教的各派清教徒，如长老派、独立派、平等派、第五王国派，以及自宗教改革以来从未消失的

天主教徒。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各教派纷纷要求更多的信仰自由，甚至还伴随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

集会自由的呼声。1661年5月召开的骑士议会，通过撤销1642年的《主教排除法》，恢复了国教会主教

的在俗职位，包括他们在上院的席位。1661—1665年，骑士议会还连续通过了合称为《克拉伦敦法典》

的系列法案，意在削弱独立派和长老派的势力，重建英国国教因革命而丧失的主导权。后来，查理二世

和他的后继者詹姆士二世走得更远，他们通过发布“信仰自由”法令，给那些新教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

徒留下了生存空间，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但是客观上却为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

实施《宽容法案》奠定了基础。总之，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转型由复杂的宗教变迁相伴随，相应地，

这一时期的宗教政策主要体现了从温和到激进、再到宽容，或从中庸走向极端、再走向温和的鲜明特

点，这一清晰的发展路径不仅直接决定了都铎与斯图亚特两朝专制统治的不同命运，深刻地影响了英

国渐进变革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而且为我们准确评价克伦威尔护国摄政和王朝复辟的得失，客观判

定17世纪英国革命的性质，进而正确寻求现代英国宗教宽容的历史轨迹，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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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illation between Mild and Extreme：Analyzing Features of 
English Religious Policies in 16-17th Centuries

JIANG Shou-ming

Abstract：In the 16—17th centuries，England was characterized by va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religious cultures，and internal conflicts. Against such a background，the English religious policy followed a 
development path from mild，to extreme，and back to mild. It seems that this circulation made no progress. 
But that was not true. If we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is issue，we will reveal the truth hidden behind the oscillation 
between mild and extreme in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England：it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which was the theme of the early modern times.
Key words：English religious policy；doctrine of the mean；extremism；formation of nation-state 


